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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清抄本 《京兆翁氏族谱》
与晚唐河西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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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翁郜在晚唐曾长期任职于河西，故 《京兆翁氏族谱》中保存了多件
与此段历史密切相关的重要文献。翁郜的历官情况同时展现了晚唐河西军政机构
的基本运作情况及形态演变轨迹。晚唐政府在銮舆数度播迁的特殊历史时期，仍
致力于凉州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的任命及军政机构的改置，显示出力图控制河西的
迫切愿望。其经营河西的举措对归义军起到了重要的制约作用。但随着唐王朝统
治力的衰减，河西军政机构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归义军的影响。各种文献对晚
唐 “河西”含义的不同诠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及归义军在河西共
同发挥作用的历史事实。

关键词：《京兆翁氏族谱》　晚唐　河西　多重证据法

清抄本 《京兆翁氏族谱》 （以下简称 《族谱》）共６卷，现由福建省莆田市翁元炼收藏。①

《族谱》收录有晚唐时期曾出任河西都防御使及河西节度使的翁郜等翁氏家族成员的任官文书、

墓志铭及诗文作品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笔者曾根据 《铅印本》的相关内容，从名称
及辖区变化的角度，勾勒出晚唐凉州节度使向五代河西节度使过渡的脉络。② 此外，荣新江、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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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承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项目号 １４ＣＺＳ０１３） “唐宋之际河陇地区政治形态演变研究 ”、陕西
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号１２Ｈ０２９）“唐宋之际西北地区与中央政府互动关系研究”资助。
多贺秋五郎 《中國宗譜の研究》共著录中、日、美三国公私机构所藏翁氏族谱６种 （东京：日本学术振
兴会，１９８１年，下卷，第２００、３１４、４０４页 ），其中未及 《族谱》。上海图书馆编 《中国家谱总目》共
著录翁氏族谱９７种，虽然包含翁忠言等人于１９９４年将 《族谱》与数种翁氏家族文献进行汇编的同名
铅印本 （以下简称 《铅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册，第２１５５—２１６４页），但对于
作为其底本的清抄本却并未提及。《族谱》谱序第１篇为 《唐吴融序》，记载 “大丞相”翁承赞以太子
太傅的身份致仕之际，翰林学士承旨吴融受命于 “唐天祐二年 （９０５）八月既望”撰成谱序。但根据
《族谱·谏议公 （翁承赞）墓志铭》及其授官制书的记载，翁承赞在天祐二年仅担任右拾遗，并无宰相
之任，更无致仕之举。后梁贞明四年 （９１８），翁承赞才由盐铁副使、太中大夫升任门下侍郎、同中书
门下平章事，致仕更在其后。由此，《唐吴融序》当系后人伪托之作，不足采信。而作于北宋建隆二年
（９６１）的 《赐翁氏京兆郡序》，一则其撰者翁处厚出自京兆翁氏；二则撰者并非名人，降低了伪托的风
险，所以应可以作为 《族谱》始修的时间坐标。此外，《族谱》所收的序文中，以作于清康熙三十九年
（１７００）四月的 《重修京兆翁氏族谱序》为时代最晚者，故 《族谱》当抄于此次重修之后不久。
参见拙文：《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历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培红等也曾据此对翁郜的部分历官情况及河西都防御使的设置情况进行过探讨。① 笔者在利用
《铅印本》的过程中，发现其在录文及体例编排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故于２００９年８月赴闽，寻

访到 《族谱》的原件。《族谱》共收录有７件与晚唐河西历史密切相关的文献，包括３件翁郜授

官制、１件慰劳制书、１件王行瑜致翁郜牒、１件翁郜为僚属请官奏状及１件唐政府为翁郜下属

授官的告身。② 由于史书记载的局限，以往学者在研究晚唐河西历史时，只能依赖敦煌文献及数

量极少的石刻文献，《族谱》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资料补充。本文将通过以 《族谱》与敦煌文献及

传世史书互证的方式，阐述 《族谱》对于晚唐河西历史研究的价值。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翁郜生平事迹复原

翁郜，两 《唐书》无传。据笔者管见，传世文献中最早记载翁郜事迹的是成书于明万历二

十九年 （１６０１）的 《建阳县志》。该书卷６ 《人物志》“隐逸·翁郜”条载：

翁郜字季长，长安人。唐昭宗朝，官至朝请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河西节度使。朱

梁僭窃，耻事二姓，以父、祖宦闽，知其地僻静可以避乱，遂携家至建阳考源。后徙居义

宁莒口。③

此后，沿袭者渐多，如何乔远 《闽书》及吴任臣 《十国春秋》等。④ 由于相关记载较为简略，且

没有唐代文献予以印证，所以长期以来，这位晚唐河西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并未引起学者关注。

通过将 《族谱》与敦煌文献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对翁郜的生平事迹进行大致的复原。

翁郜之曾祖名轩，祖何，父则。《族谱·赐翁氏京兆郡序》记载翁轩 “仕唐德宗朝，官至朝

请大夫，有大勋，特赐郡曰 ‘京兆’。后迁官于闽，因乐东南山水之胜，而遂居焉”。由此，莆

田翁氏将翁轩视为迁闽始祖。翁岏山于元祐四年 （１０８９）所撰的 《族谱·重修族谱序》记载翁

轩长子翁何 “官至散骑常侍”，但根据 《族谱》卷３ 《成都仓曹公 （翁廷皞）墓铭》及 《谏议公

墓铭》的记载，可知所谓的 “散骑常侍”只是翁何的加官，而非实任。《宗谱》卷１ 《何公流派

闽浙世系传》“翁则”栏收录有唐政府授参军翁则以 “大理寺丞”的制书，《成都仓曹公墓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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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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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培红：《归义军节度观察使官印问题申论》，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９７—３２９页；荣新江、余欣： 《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 （咸通七年—十三
年）》，《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７１—２９４页；《沙
州归义军史事系年 （咸通十四年—中和四年）》， 《敦煌学》第２７辑，台北：乐学书局，２００８年，第

２５５—２７３页；《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 （中和五年—龙纪元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２００８年度理事会
暨 “敦煌汉藏佛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０—１１０页；
荣新江：《唐人诗集的钞本形态与作者蠡测———敦煌写本Ｓ．６２３４＋Ｐ．５００７、Ｐ．２６７２综考》，《项楚先生
欣开八秩颂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１４１—１５８页。
对于 《族谱》所收相关文献的内容及真实性，笔者已在 《清抄本 〈京兆翁氏族谱〉所收晚唐河西文献
校注———兼论其内容的真实性》（《敦煌学辑刊》２０１３年第３期）一文中详述，请参阅。本文所引 《族
谱》内容均可见于该文，故未一一出注。除 《族谱》外，笔者还在建阳市莒口镇发现了刊印于１９１５年
的１０卷本 《翁氏宗谱》（以下简称 《宗谱》）。
杨德政等修：万历 《建阳县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

４３４页。万历 《建阳县志》卷１ 《坊里》记载宋代建阳县的六乡二十三里中有建阳里，所以该书中所谓
的 “建阳考源”之 “建阳”当非指建阳县，而是建阳里。而翁郜最终定居的 “义宁莒口”，即今建阳莒
口，所以 “义宁”应同 “建阳”一样，为某一历史时期建阳县的里名。
何乔远：《闽书》卷１３３ 《侨寓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６年，史部第２０７册，第

４１９页；吴任臣：《十国春秋》卷９７ 《闽八·翁郜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３９１—１３９２页。



《谏议公墓铭》及 《族谱》所收的 《补阙郎中乾度公墓志铭》则均载翁则的终任官为 “大理司
直”。由此可见，翁则曾以参军之职升任大理寺丞，继而转任大理司直。

关于翁郜早年的历官情况，《宗谱·何公流派闽浙世系传》“翁郜”栏载：“唐武宗时，授都
镇使，迁都知兵马兼统军指挥使。宣宗朝迁福州都押衙。”由于文献缺失，翁郜由福州转任河西
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根据唐朝中后期藩镇僚佐多追随长官移镇的惯例看，笔者怀疑
翁郜是追随某位福建观察使前往凉州任职的。对于翁郜到达河西之后的任官情况，作于龙纪元
年 （８８９）四月十六日的 《族谱·赐劳敕书》载： “自顷为凉州都防御使判官，五年改授甘州刺
史，八载复摄凉州防御使并正授。”其中的 “凉州都防御使判官”即 “河西都防御使判官”。① 敕
文所言的 “五年”、“八载”，都是以翁郜出任河西都防御使判官的时间作为起点。所以，翁郜在
凉州出任都防御使判官的时间当为５年、刺理甘州则为３载，继而被河西都防御使辟为凉州防御
使并得到了唐政府的正式任命。翁郜之所以由甘州刺史转任正规职官体系之外的摄官，当与中
和四年 （８８４）年底甘州被回鹘占领有关。所以，翁郜出任甘州刺史的时间当始自中和元年，终
于中和四年，那么其出任都防御使判官当在乾符三年 （８７６）至中和元年，出任摄凉州防御使并
正授的时间应在中和四年至唐政府任命其为河西都防御使之间。②

Ｐ．３８６３ 《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牒》是某位自称为 “郜”的河西都防御使发给端公的
牒文。③ 在牒文中，某郜提及自己在二月十九日被唐政府册封为河西都防御使，因端公在册封过
程中曾起过积极作用，故要向端公表示感谢。他又提及已派遣阴文建 “赍书牒上仆射”，希望端
公能说服 “仆射”，给予凉州物资方面的支持。学者已将牒文中的 “仆射”和 “端公”比定为归
义军节度使张淮深及其属下，④ 但对于某郜的情况却未能深究。笔者在 《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
区的经营》一文中，曾根据 《铅印本》证明某郜应即翁郜。此外，在整理 《族谱》的过程中，

又意外发现翁忠言等人在编纂 《铅印本》时漏收了一件极为重要的文献，即 《除检校工部尚书
诰》。该文献记载了翁郜在文德元年 （８８８）获得工部尚书的检校官之前，职衔为 “朝议郎、检
校右散骑常侍、持节凉州诸军事、守凉州刺史、兼凉甘肃等 ［州］都防御招抚押番 （蕃）落等
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正可与上述牒文中某郜所获得的 “右散骑常侍，充河
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相对应。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牒文中自称为 “郜”的河西都防御使
即翁郜。赤木崇敏最早将牒文中翁郜获得册封的 “二月十九日”与Ｓ．１１５６ 《光启三年沙州进奏
院上本使状》中张淮深所遣宋闰盈等三般使团于光启三年 （８８７）二月十九日在兴元觐见僖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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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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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荣新江、余欣：《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 （咸通七年—十三年）》，《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
第２９０页。
荣新江和余欣将敕文中的 “五年”和 “八载”视作翁郜担任河西都防御使判官及甘州刺史的时间，所
以其将翁郜自甘州离任的时间分别前推８年和１３年，认为翁郜出任甘州刺史在乾符三年，出任都防
御使判官在咸通十二年。（《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 （咸通七年—十三年）》，《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
诞论文集》，第２８９—２９０页；《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 （咸通十四年—中和四年）》，《敦煌学》第２７
辑，第２６０页）
图版见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２９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３页；录文参见赤木崇
敏：《河西帰義軍節度使張淮鼎———敦煌文献Ｐ．２５５５ｐｉèｃｅ１の検討を通じて———》，《内陸アジア言語の
研究》ＸＸ，２００５年，第１７页。
森安孝夫 《河西帰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 》将文书中的 “仆射”和 “端公”分别比定为张淮深
及李明振 （《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ＸＶ，２０００年，第１４—１５页 ）。笔者在 《晚唐五代归义军与凉州
节度关系考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６期）中，认为 “端公”应即在归义军任职的张球。



记载对应起来。① 由此，张弘信很可能是跟随三般使团中的某一个班次，前往兴元觐见僖宗，并

在二月十九日为翁郜求得了河西都防御使的任命。正是因为凉州使者是跟随归义军使者入使，

所以翁郜在获得河西都防御使的任命后，要对在归义军中身居要职的张球表示感谢。

凉州地区所需的军粮等物资本应由唐中央度支供给，但由于受到黄巢起义的影响，导致凉

州 “省绝支遣”，所以翁郜才会向归义军求援。广明元年 （８８０）十二月黄巢起义军已西进长安，

如果将此时视作凉州无法获得中央物资支持的开始，则翁郜在光启三年面临 “欠阙至甚”的窘

境也就不难理解。在无法仰仗度支的情况下，向与凉州有着深厚渊源关系的沙州求援，成为翁

郜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此外，Ｐ．３５６９ｖ《唐光启三年四月为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支酒本和算

会牒》记载 “凉州使”曹万成等人曾在当年三月至四月间，停留于沙州长达３２天。从时间上判

断，曹万成等人也应由翁郜所遣。曹万成前往沙州的目的应与此后的阴文建相同，都是为了获

得沙州的援助。但可能因为此时张淮深并不了解唐政府对其求节的态度，所以拒绝援助凉州。

正是由于没有完成任务，难以复命，才导致曹万成等人长期滞留于沙州。

光启三年九月二十日之前不久，得到河西都防御使任命的翁郜续遣出身于归义军的阴文建

前往沙州求援。由于此前唐政府已将张淮深的检校官由 “兵部尚书”晋升为 “尚书左仆射”；此

外，张淮深通过沙州上都进奏院获得了 “堂头要人”支持其求节的消息，② 再加上时任归义军节

度掌书记的张球从中斡旋，张淮深最终于九月二十日答应为凉州提供援助。此即Ｐ．３８６３ｖ 《光启

三年金刚经神验记事》中张球所言的 “果至廿日给粮”。文德元年十月，唐政府派遣的册封张淮

深为沙州节度使的宋光庭使团到达沙州。而就在当年六月，唐政府曾将翁郜的检校官由 “右散

骑常侍”晋升为 “工部尚书”。考虑到唐政府将制文传达到河西所需的时间，笔者推测册封张淮

深和晋升翁郜的很可能都是宋光庭使团。以往学者已指出唐政府册封张淮深应属昭宗登基后的

新政，③ 而通过此前凉州与沙州的关系变化及唐政府对凉州、沙州长官进行册封的时间关联性来

看，唐政府授予张淮深节度使旌节与其对凉州的援助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根据 《赐劳敕书》的记载，龙纪元年四月八日之前，翁郜的职衔为静难军节度使、河西都

防御押蕃落等使、朝议郎、检校兵部尚书、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四月八日，唐政府又颁发
《加翁郜朝散大夫河西节度使白麻》，将其担任的河西都防御使升为河西节度使，散官则由朝议

郎晋升为朝散大夫。乾宁元年 （８９４）八月二十三日，唐政府为了表彰翁郜 “致夷狄绝贪婪之

患，垣墙无战伐之劳”的功绩，又加授他朝请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④

乾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翁郜为刘翱等３０人求官。根据 《族谱》及 《宗谱》的记载，翁郜

所荐举的刘翱为其妻舅。元人叶留 《为政善报事类》引胡一桂 《人伦事鉴》记载唐京兆万年县

人刘翱 “为河西节度推官。时有妇杀夫诬及他人者，公正其罪，民得不冤”。⑤ 其中刘翱任 “河

西节度推官”的记载，正可与 《族谱·奏状》中刘翱担任的 “摄河西节度推官”相对应，证明

两者为同一人。根据 《族谱·授刘翱等人建阳县尉告身》的记载，乾宁三年六月十八日，刘翱

被任命为 “将仕郎，从九品下，守建州建阳县尉”。虽然我们没有在唐代传世文献中发现相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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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木崇敏：《河西帰義軍節度使張淮鼎———敦煌文献Ｐ．２５５５ｐｉèｃｅ１の検討を通じて———》，《内陸アジア
言語の研究》ＸＸ，第１８—１９页。
相关内容见Ｓ．１１５６ 《光启三年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第４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１９９０年，第３７０—３７３页。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９１页。
《族谱·加翁郜朝请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白麻》。
叶留：《为政善报事类》卷４ “全城活命”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５７—５８页。



载，但宋元时期的传世史料中却有多处可与此相印证的记载，可以证明 《族谱》所载翁郜为刘
翱求官及唐政府任刘翱以建阳县尉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①

对于翁郜迁居建阳的时间，万历 《建阳县志》卷６ “隐逸·翁郜”条系于 “朱梁僭窃”，即
后梁建立之后。同书 “附录·拾遗”条又载： “翁泳字永叔，其先长安人。始祖郜，唐末入闽，

世居建阳。”② 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万历 《建阳县志》本身的记载已相互矛盾。 《宗谱》
“卷末·附录”所收翁郜之子师固撰 《立寺碑记》则记载翁郜 “乾宁三年由京兆避地入闽，因家
于东阳之义宁”。几者相较，以 《立寺碑记》的记载最为可信。由此，在唐政府为刘翱等人颁发
告身后不久，翁郜应已自河西离任，并最终定居于建阳莒口。

翁郜之所以选择建阳作为最终的栖身之地，除了妻舅刘翱被任命为建阳县尉外，当还有其
他更重要的原因。翁师固撰 《立寺碑记》载：

先君季长公……于光启二年建立安福院，贞明二年建立西漈院，景福元年仍立安闽院，

保太 （大）五年亦建圣迹院。时称为功德院，以崇报本之忱。其四院各塑像安奉，置买田
地二千余石，分充四院蒸尝之需。

作为翁氏家庙的安闽等院，此后逐渐演变为建阳当地著名的佛教寺院。③ 天祐元年，翁承赞以右
拾遗的身份前往福州册封王审知。在途经建阳时，翁承赞前往莒潭附近的安闽院游览，作有
《题莒潭安闽院》诗。④ 诗中 “祧宗营祀舍”一句，证明安闽院系由翁承赞同宗所建。根据 《族
谱·谏议公墓铭》等文献的记载，承赞之父巨隅，正是翁郜之兄长。由此，翁承赞所言的 “祧
宗”应指翁郜。据 《立寺碑记》记载，安福院建于光启二年、安闽院建于景福元年，皆在乾宁
三年之前，可见翁郜在唐末入闽前已在建阳修建家庙并大量购置田地。这样看来，翁郜之所以
在唐末率众前往建阳，当是因为其与建阳早有渊源。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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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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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周必大 《文忠集》卷７５ 《朝请郎致仕刘君 （大成）墓志铭》载：“君讳大成，字仲吉，其先京 ［兆
万］年人。九世祖翱，唐末为建阳尉，值中原乱，占籍县之麻沙镇，子孙登儒科者相望。” （文渊阁
《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４７册，第７８７—７８８页）“兆万”二字，《文忠集》
原作 “阙”，据 《族谱》补。墓志中所记载的刘翱之郡望及其唐末出任官职的情况，均可与 《族谱》的
记载相对应。叶留 《为政善报事类》引 《人伦事鉴》也记载刘翱 “以镇守建州，因居建之建阳。居官
廉洁，狱无留讼……公后以朝议大夫、开国公致仕，寿八十五”。（第５７—５８页）此外，无名氏 《湖海
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２ “麻沙瑞樟”条载：“建安之阳有麻沙镇……唐有刘开国卜筑镇之溪南。”（金
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２７７页）“刘开国”，即日后晋爵开国公的刘翱。
杨德政等修：万历 《建阳县志》，第２３６页。
赵文、黄璿：景泰 《建阳县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１７６册，第３７、３９、４１页。对于上述
诸寺的创建时间，景泰 《建阳县志》所载与 《立寺碑记》完全吻合。圣迹院自创立以来，历千年而不
绝，即今位于建阳莒口佛迹岭的圣迹寺。谢道华在 《建阳文物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中，将圣迹寺的创建时间系于南唐保大五年 （９４７）（第１１９页）。根据邢东风对谢道华的访谈，谢氏所
依据的乃翁郜撰碑记。此碑记原藏于建阳市博物馆，后下落不明。（邢东风：《马祖和建阳》，《普门学
报》第４１期，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２００７年９月，第５９—９８页）笔者在建阳考察期间，曾向圣
迹寺主持、建阳市博物馆馆长以及原博物馆馆长、现任建阳市旅游局局长的谢道华等多位相关人士寻
访碑记的去向，但最终未能找到明确的线索。从内容上判断，笔者认为 《宗谱》所载的 《立寺碑记》
应抄录自原碑，即所谓的翁郜撰碑记。景泰 《建阳县志》的编修者在记述各寺创建时间时，当是参考
了原藏于圣迹寺的 《立寺碑记》碑。
翁承赞：《题莒潭安闽院》，《全唐诗》卷７０３，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８１６３页。
翁郜卒后，葬于建阳莒口镇西北的门掌山。对此，《建宁府建阳县莒口翁氏支宗派流派世系传》“翁郜”
栏载：“公年八十余而终……葬莒口后门掌山，坐申向寅，今九百余年，犹然碑碣岿巍，享祀弗替。”



二、晚唐河西都防御使性质及人选的明确

广德二年 （７６４），吐蕃攻陷凉州，河西节度使被迫先后西撤至甘州及沙州，并最终随着沙

州的陷蕃而覆亡。咸通二年 （８６１），张议潮率军收复凉州。咸通四年，唐政府置凉州节度使，

“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凉州”。① 据史书记载，五代时期在凉州又有河西节度使的

建置。在由晚唐凉州节度使向五代河西节度使的演变过程中，创设于晚唐的河西都防御使起到

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对河西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族谱》不仅可以弥补传世文献及

敦煌文献中对河西都防御使记载不足的缺陷，还可以纠正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一些误解。

据笔者管见，传世文献中涉及河西都防御使的记载，仅有 《文苑英华》卷４０９薛廷珪 《授

前河西防御押蕃落等使冯继文检校工部尚书依前充河西防御招抚等使制》。② 相对于传世文献，

敦煌文献中关于河西都防御使的记载更为丰富。如Ｐ．４６６０ 《河西都防御右厢押衙王景翼邈真赞

并序》提及赞主生前曾担任过河西都防御使属下的右厢押衙；Ｐ．３８６３ 《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

等使牒》则记载翁郜曾被任命为 “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此外，森安孝夫还指出

Ｐ．２６７２ｖ《河西都防御使判官状》及Ｐ．２６９６ 《唐僖宗中和五年三月车驾还京师大赦诏》背后均钤

有 “河西都防御使印”，证明上述文献与河西都防御使有关。③ 由于在 《族谱》揭出之前，河西

都防御使的相关记载多出自藏经洞，所以学者多将河西都防御使视为归义军节度使的下属。④ 而
《族谱》所收 《除检校工部尚书诰》及 《赐劳敕书》记载唐中央与河西都防御使之间的统属关

系，可以纠正学界对河西都防御使性质的误解。⑤

《族谱·除检校工部尚书诰》载：

敕：朝议郎、检校右散骑常侍、持节凉州诸军事、守凉州刺史、兼凉甘肃等 ［州］都

防御招抚押番 （蕃）落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 ［鱼］袋翁郜……可加授检校

工部尚书，余如故。主者奉行。

文德元年六月八日舍人刘建功行。

通过与敦煌文献及 《族谱》其他文献进行比对，我们可以明确上举敕文中提及的凉甘肃等州都

防御使应即河西都防御使。据笔者考证，河西都防御使创设于咸通八年九月至十二年十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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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宗谱》卷８还附有 “莒口掌山唐尚书公墓图”。笔者在莒口考察期间，寻访到了翁氏后裔翁顺
咕老人。据其所言，翁郜墓近年已遭盗掘。由于受到时间的限制，笔者未能对翁郜墓进行实地踏查。

① 《新唐书》卷６７ 《方镇表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１８８６页。
李昉：《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６年，第２０７４—２０７５页。
森安孝夫：《河西帰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ＸＶ，第１３—１６页。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１５３页；荣新江、余欣：《沙州归义军史事系
年 （大中六年—咸通二年）》，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８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７１—８８页；
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武职军将研究》，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兰州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５６—１５９页；森安孝夫：《河西帰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内陆ア
ジア言语の研究》ＸＶ，第１５、５５—５８页。
冯培红 《归义军节度观察使官印问题申论》一文利用 《铅印本·赐劳翁郜敕书》，指出河西都防御使当
是晚唐政府的建置，而与归义军无关。但由于其论文主旨在于探讨归义军节度使官印的使用情况，更
为重要的是，当时 《除检校工部尚书诰》尚未揭出。所以，对晚唐河西都防御使的相关情况有进一步
探讨的必要。



其所辖理的乃凉、甘、肃三州。① 而此时归义军的实际统治者张淮深，自咸通八年以后的２０年
间，始终没有得到唐政府的节度使册封，此即Ｓ．１１５６ 《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所载的 “廿余年
朝廷不以指撝”。在获得节度使册封之前，张淮深为唐政府所承认的身份仅为沙州刺史。而翁郜

不但兼任了凉州刺史，且辖理凉、甘、肃三州，显然不可能是张淮深的属下。

此外，《族谱·赐劳敕书》又载：

敕静难军节度使、河西 ［都］防御押番 （蕃）落等使、朝散大夫、检校兵部尚书、上

柱国、赐紫金鱼袋翁郜……觞酒豆肉，实得众之欢心……以至七千里有亭障之备，三十年
无西北之虞。伊谁之力？实翁郜之功也。

龙纪元年四月十六日王尚父行。

根据上述记载，龙纪元年四月之际翁郜以静难军节度使的身份兼领河西都防御使。文德元年十
月，唐政府派遣中使宋光庭前往沙州，授予张淮深节度使旌节。但唐政府授予张淮深的仅为
“沙州节度使”、“沙州观察处置等使”。② 而据 《族谱·加翁郜朝散大夫河西节度使白麻》的记

载，龙纪元年四月八日，唐政府已将河西都防御使升为河西节度使。从管辖范围上看，沙州节
度使张淮深仅领一州，所以由静难军节度使所兼领的河西都防御使及此后由河西都防御使改制

而来的河西节度使自然不会是其属下。

再次，《授前河西防御押蕃落等使冯继文检校工部尚书依前充河西防御招抚等使制》中提及
河西都防御使的职责为 “防御西夏，控压三州”，也就证明直至光化年间，河西都防御使的辖区

仍然为凉、甘、肃三州。光化三年 （９００）八月己巳，张议潮之孙张承奉被唐政府册封为归义军
节度使。③ 无论是其瓜、沙、伊、西四州辖区，还是实际控制的瓜、沙二州，均与河西都防御使
的三州辖区无涉。此外，甘州回鹘政权在光启三年之前已经建立，④ 归义军越过甘州回鹘的势

力，进而控制凉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总之，河西都防御使不应听命于归义军，而是唐政府在继凉州节度之后，设置于凉州的军
事使职。从河西都防御使的辖区看，唐政府设置该使职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河西东部地区。此外，

河西都防御使的辖区均由归义军从吐蕃手中收复，尤其是甘、肃二州本来就在归义军的管辖范
围之内，所以唐政府利用河西都防御使削弱归义军势力的意图也较为明显。

对于晚唐河西都防御使的人选，除了 《文苑英华》所提及的冯继文，我们还可以根据 《族
谱》及敦煌文献的记载进行大致复原。

Ｐ．３２８１ｖ《押衙马通达状稿 （三件）》第１件载：

押衙马通达。右通达自小伏事司空，微薄文字并是司空教视奖训，及赐言誓。先随司
空到京，遣来凉州，却送家累。拟欲入京，便被卢尚书隔勒不放。卢尚书死后，拟随慕容
神护入京，又被凉州麹中丞约勒不达。⑤

文中的 “卢尚书”，即于咸通七年至十一年间以朔方节度使身份兼领凉州节度使的卢潘，而 “麹
中丞”是继卢潘之后掌控凉州的统治者。⑥ 此位 “麹中丞”在Ｓ．６３４２＋Дｘ．５４７４ｖ 《张议潮处置
凉州进表并批达》中被记作 “麹长申”。在作于咸通末年的Ｓ．４６２２ｖ 《百姓高盈信请取兄沙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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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拙文：《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历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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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状》中，又被记作 “麹大夫”。从上述几件文书的内容看，麹长申掌管凉州的时间主要集中于

咸通末年，与唐政府设置河西都防御使的时间接近。所以，麹长申很可能是唐政府所任命的首

任河西都防御使，但其自凉州离任的时间不详。

Ｓ．２５８９ 《中和四年十一月一日肃州防戍都营田索汉君等状》则载：“游弈使白永吉、押衙阴

清儿等十月十八日，平善已达嘉麟。缘凉州闹乱，郑尚书共□□诤位之次，不敢东行。”① 文书

中的郑尚书是此时凉州的掌权者。Ｐ．２６９６ 《中和五年车驾还京师大赦诏》背面纸缝下端钤有多

处 “河西都防御使印”，系由河西都防御使转发至沙州的官方文书。② 根据Ｓ．１１５６ 《光启三年沙

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及Ｐ．３８６３ｖ《光启三年金刚经神验记事》的相关记载，翁郜在当年二月十九

日才获得河西都防御使的任命。从时间上判断，中和五年之际将大赦诏转发至沙州的河西都防

御使，当即此前因凉州局势动荡而不敢东行的郑尚书。

光启三年二月十九日，翁郜获得河西都防御使的任命。据Ｐ．３８６３ 《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

等使状》载，为翁郜带回唐政府任命的为 “当使先差押衙张弘信”。翁郜所言的 “当使”应指前

任河西都防御使郑某。因凉州地区形势动荡，且其与他人处于 “诤位”的关键阶段，故只能派

遣张弘信跟随归义军使者入朝。此后，其或在 “诤位”斗争中最终失利，续遣的归义军使者将

此消息带到兴元驾前，所以唐政府任命原凉州防御使翁郜为河西都防御使。

据 《族谱》所收 《加翁郜朝散大夫河西节度使白麻》及 《王尚父请兵部尚书右仆射翁郜举

兵牒》的记载，龙纪元年四月八日，河西都防御又被唐政府改置为河西节度，翁郜被改授为静

难军节度使兼河西节度使。所以，翁郜出任河西都防御使的时间当在光启三年二月至龙纪元年

四月之间。乾宁三年六月之后不久，翁郜自凉州离任，唐政府随即在凉州恢复了河西都防御的

建制。继翁郜出任河西都防御使的，当为前文所提及的冯继文。

此外，文献还记载归义军原掌管酒司的押衙阴季丰曾于唐末在凉州任职。Ｐ．３７２０ 《河西都

僧统阴海晏墓志铭并序》载阴海晏之父阴季丰担任过 “凉州都御使”。对于文中的 “凉州都御

使”，陈祚龙录作 “凉州防御使”，郑炳林则认为当作 “凉州都 ［防］御使”。③ 结合翁郜曾出任
“凉州都防御使判官”的史实，可知阴季丰所任应为 “凉州都防御使”。④ 正如荣新江所说，“凉

州都防御使”当为 “凉州之河西都防御使”的简称。⑤ 如此，则可证阴季丰唐末曾在凉州出任河

西都防御使，其获得任命的时间应在天复二年 （９０２）六月至四年八月间。此后，昭宗被朱温挟

持至洛阳，河西与唐中央之间的联系被阻断，故阴季丰或为唐朝末任河西都防御使。

综上所述，由凉州节度使改制而来的河西都防御使，治凉州，辖凉、甘、肃三州。张淮深

的法定身份无论是沙州刺史还是沙州节度使，都不可能获得统领河西都防御使的权力。唐政府

对河西都防御使的控制一直比较稳定，麹长申、郑某、翁郜、冯继文、阴季丰等人曾先后出任

该使职。尤其是翁郜在任期间，唐政府更是将河西都防御使升格为河西节度使，力图加强对河

西地区的控制。直至天复年间，原归义军僚佐阴季丰始被任命为河西都防御使，表明唐政府在

内外交困的情势下，最终被迫放弃了控制凉州等地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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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归义军节度使自称河西节度使问题再探讨

大中五年 （８５１）十一月，唐政府于沙州置归义军，授张议潮以归义军节度使及十一州观察

使。虽然晚唐史籍中多将张议潮记作归义军节度使，但其在归义军内部却多自称河西节度使。

咸通八年二月，张议潮入京，其侄张淮深代掌归义军事务。最初，张淮深只使用 “归义军兵马留

后”的称号，① 但不久就不再自称留后，而开始以 “河西节度使”的面目出现。到张淮深统治末

期，他又突然放弃河西节度使的称号，而改称归义军节度使。此后，除曹议金时期曾存在归义

军节度和河西节度并用的现象外，② 其他节度使大多不再使用河西节度使的称号。归义军使用及

放弃河西节度使称号的问题，反映了归义军在经略河陇的层面与唐政府发生冲突及主动调适的

重要史实，颇值得关注。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已经从归义军的角度，对张议潮等人自称河西

节度使的原因进行过深入探讨。③ 不过，根据 《族谱》的记载，并结合晚唐河西的历史形势，笔

者认为归义军之所以使用及放弃河西节度使称号，除了考虑其自身因素外，更应该关注唐政府

经营河陇政策的影响。

对于归义军节度使长期自称河西节度使的现象，学者多认为反映了归义军力图控制旧河西

道的愿望，但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景云二年 （７１１），唐政府设置河西节度使，辖凉、甘、

肃、瓜、沙、伊、西七州。先天二年 （７１３），伊、西二州被析出，河西节度使辖区遂缩减为凉、

甘、肃、瓜、沙五州。在归义军设置之初，其实际控制区为甘、肃、瓜、沙、伊五州之地，与

先天二年之后的河西节度使相比，少凉州，但多伊州，范围基本相当；但归义军的辖区却为十

一州，远超原河西节度使的五州辖区。作为归义军节度使及河陇十一州观察使，张议潮在放弃

归义军节度使称号的同时，在名义上也就等于放弃了对伊、西、鄯、河、兰、岷、廓等州的观

察权。如果说张议潮为了显示控制旧河西道的愿望，却要放弃对伊、西、鄯等六州的政治诉求，

似乎不太符合常理。此外，在张议潮时期，归义军实际控制区与唐前期的河西节度使辖区相差

不大，但到了张淮深时期，不仅长期没有得到唐政府的节度使册封，而且统辖范围也由五州缩

减为沙、瓜二州。在这种情况下，张淮深是否仍怀有控制整个河西道的愿望，颇值得怀疑。

据匈牙利学者乌瑞的研究，敦煌藏文文献Ｐ．ｔ．１０８１是 “沙州归义军尚书”为改正原属吐谷

浑保尔根千户的一位奴隶身份，而于鼠年发出的一份行政文书。④ 此件文书后部钤有篆书、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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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球撰于咸通八年至十年之间的Ｐ．３４２５ 《金光明变相一铺铭并序》，记载张淮深的职衔为 “使持节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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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道观察使印”一枚。① 对于这枚印章的使用者，学者多认为是归义军节度使，而文书中所
提及的 “鼠年”为大中十年。② 由此可知，上述藏文文献中 “河西道观察使印”的使用者应即归
义军节度使张议潮。这枚印章当是与 “归义军节度使印”相配合使用的观察使印，而张议潮获
得这枚印章的时间应该就在归义军设置之初。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宣宗于沙州设置归义军之前，武宗曾于会昌二年 （８４２）授南迁回
鹘嗢没斯部以归义军的军号。虽然回鹘归义军只持续了短短１０个月时间，但对唐政府与南迁回
鹘关系的发展却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中五年十一月，宣宗以废弃多年的 “归义军”军号，授予
弃蕃归唐的张议潮。归义军的设置虽名为表彰，但从名称上看，却也有将张议潮视为蕃族首领，

或明显带有蕃族特征的汉人军事长官的意味。③ 这对于沙州军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略带歧视
性的称呼。与此同时，沙州与河西节度之间原本就存在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自大历元年 （７６６）

至贞元二年 （７８６），河西节度使驻节沙州达２０年之久，这对沙州的影响程度可想而知。所以，

在实际控制区与唐前期河西节度使相近，且不愿接受含有贬义的 “归义军”军号的情况下，张
议潮沿用陷蕃前驻节于沙州的河西节度使的称号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总之，沙州在陷蕃前曾与河西节度使保持长期的共存关系。在归义军设置之初，其所控制
的区域与唐前期河西节度使辖区相当，且张议潮获得唐政府授予的 “河西道观察使印”。与此同
时，“归义军”称号本身具有一定的歧视色彩。所以，张议潮之所以没有使用归义军节度使的称
号，而是自称河西节度使，应是受到唐政府经营河陇新复地的策略、沙州自身的历史传统以及
归义军现实考量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正是受到了张议潮既定政策的影响，即使在仅控制瓜、

沙二州，且没有得到节度使册封的情况下，张淮深一度仍坚持使用河西节度使的称号。

光启三年闰十二月十五日至大顺元年 （８９０）正月间，张淮深突然放弃河西节度使的称号，

开始自称归义军节度使。对此，学者或归因于归义军内部，认为自张淮深后期起，归义军陆续
丢失了伊、甘、肃诸州，仅辖沙、瓜二州，所以归义军节度使遂弃用河西节度使，而多代以
“节度沙瓜伊西等州”为名，退守河西西部，兼抚西域。④ 但是这个结论可能也存在一定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归义军辖区的缩减情况。归义军设置之初，观察河陇十一州之地，实际控
制沙、瓜、伊、甘、肃五州。咸通二年，张议潮率军收复凉州。但随着凉州节度的设置，归义
军被剥夺了对凉州的管辖权及对西、鄯、河三州的观察权。河西都防御使设置后，归义军又丧
失了对甘州和肃州的控制。此外，Ｐ．５００７ 《诗四首》所录最后一首诗的序文载 “仆固天王乾符
三年四月廿四日打破伊州”。⑤ 如果将 “乾符三年四月廿四日”视为西州回鹘占领伊州的时间，

则归义军至迟在乾符三年四月就已经丧失了对凉、甘、肃、伊等州的控制，其所能控制的区域
仅剩下沙、瓜二州。但在此后长达１５年的时间里，张淮深却仍自称河西节度使。所以，张淮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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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森安孝夫：《河西帰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ＸＶ，第１６页。
森安孝夫、山口瑞凤两位先生均指出这件文书的时代为归义军初期。（森安孝夫：《イスラム化以前の
中央ァジァ史研究の現況につぃて》，《史学杂志》第８９编第１０号，１９８０年，第６３页；山口瑞凤：《講
座敦煌》第６卷 《敦煌胡語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５１３—５１５页 ）此后，森安氏进一
步将文书中的鼠年确定为８５６年 （丙子），并认为此印在张淮深时期继续得到使用。（森安孝夫：《河西
帰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ＸＶ，第１６、４９—５５页 ）
参见赵贞：《归义军史事考论》第１章 《归义与归义军》，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１—２４页。
参见冯培红：《关于归义军节度使官制的几个问题》，郑炳林、花平宁主编：《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
集》下册，第２０８页。
图版见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３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１页。



放弃河西节度使的称号与河西诸州统治权的丧失之间应该并没有直接联系。

如此看来，单纯从归义军自身考虑，并不能彻底解决何以张淮深主动放弃河西节度使称号

的问题。而如果我们将张淮深放弃称号的时间与河西都防御使名称变化的进程对照考察，或有

助于对归义军节度使称号变化的理解。

据Ｐ．３８６３ 《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牒》载，翁郜于光启三年二月十九日获得河西都防

御使的任命。而在同年三月二十日之前，张淮深的检校官已由兵部尚书晋升为尚书左仆射，故

Ｓ．１１５６ 《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在叙述张文彻与宋闰盈等人发生争执的情况时，才会以 “仆射”

称呼张淮深。在河西都防御使设置后，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凉州自然比沙州更有资格代表

河西。但在光启三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河西都防御使很可能阙任，所以唐政府才会任命原凉

州防御使翁郜为河西都防御使。翁郜获得此项任命后，在名义上可统辖凉、甘、肃三州，但实

际上此时甘州已为回鹘所占据，肃州防戍对凉州则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态度，其所能实际控制的

只有凉州一地。所以，虽然张淮深没有获得节度使册封，但其检校官被晋升为 “尚书左仆射”，

远高于翁郜的 “右散骑常侍”，且翁郜此时并没有实际控制河西诸州的能力，所以归义军内部仍

然沿用河西节度使的称号。

文德元年六月，翁郜的检校官由右散骑常侍晋升为工部尚书，反映出唐政府对凉州及河西

都防御使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在龙纪元年四月八日，唐政府进一步将河西都防御直接改置

为河西节度，并以翁郜为节度使。如果说在唐政府设置凉州节度使及河西都防御使期间，张淮

深尚可以无视其存在，而自称河西节度使。但随着唐政府在凉州正式恢复河西节度使的设置，

如归义军方面再自称河西节度使，一方面是自欺欺人，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另一方面也面临

与中央政府直接对抗的危险。与此同时，唐政府所授的沙州节度使，实际上相当于将张淮深限

制在沙州一地，显然不符合其心理预期。所以，在唐政府于凉州设置河西节度使后，张淮深虽

然放弃了河西节度使的称号，但也并未使用朝廷授予的沙州节度使，而是开始重拾此前很少在

沙州内部使用的归义军节度使称号。

由此可见，张议潮及张淮深之所以自称河西节度使，并不是为了表达控制旧河西道的愿望，

而是受唐政府经营河陇失地措施及沙州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央

政府在凉州复设河西节度使，所以张淮深之后的归义军统治者在内部虽偶尔也会自称河西节度

使，但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归义军节度使成为其更为常用的称号。

四、晚唐 “河西”观念再探讨

“河西”是一个极具方位特征的地理名词，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其所代表的区域范围又不尽

相同。唐朝前期，“河西”在史籍中的含义比较明确，即景云二年唐政府以黄河以西地区所置的
河西道。安史之乱后，河西及陇右地区被吐蕃次第占领，河西的概念与此前相比，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随着大中及咸通年间唐政府对河陇大片陷蕃失地的收复，“河西”的具体所指在晚唐史

籍及敦煌文献中更是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而 《族谱》所收的晚唐文献多与 “河西”有关，可

以促进对 “河西”观念的进一步探讨。

孙修身在 《张淮深之死再议》一文中根据Ｐ．２０４４ｖ《文范》的记载，认为归义军节度使张淮

深不仅曾派河西兵参与镇压黄巢起义的战争，而且还参与了王行瑜诛杀朱玫的历史事件。① 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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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修身：《张淮深之死再议》，《西北师院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中共引用了５处关于晚唐时期河西的记载：

１．云南蛮寇黎、雅二州，河西、河东、山南东道、东川兵伐云南。①

２．杨复光、王重荣以河西、昭义、忠武、义成之师屯武功。②

３．时朝廷号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而已。③

４．朱玫遣其将王行瑜将邠宁、河西兵五万追乘舆，感义节度使杨晟战数却，弃散关走，

行瑜进屯凤州。④

５．克用既去，李茂贞骄横如故，河西州县多为茂贞所据，以其将胡敬璋为河西节度使。⑤

对于上述记载中的 “河西”，孙修身均等同于归义军政权。而李永宁针对第４条记载指出根据史

书的记载并不能证明 “河西兵”即为张淮深的部属，所以应存疑。⑥ 对于第５条材料的记载，唐
长孺先生曾指出，李茂贞的势力不可能达到凉、肃诸州，所以此 “河西节度使”恐非旧河西

道。⑦ 朱玉龙则进一步指出第５条资料中的 “河西”，乃指黄河以西的延州，并非旧河西道。⑧

荣新江在对上述资料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又补充了 《旧唐书》卷１４４ 《杜希全传》等６条记载，

认为吐蕃占领河西及晚唐时期，史籍中之河西往往是指关内道北部东西纵流的黄河所夹地区，

而不是旧河西道。⑨ 该结论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在上举史料中，大多数确如学者所说，并不是指旧河西道，但也不尽如此。如在第３条材

料所提及的地理名词中，从形式上判断，所谓的 “河西”同山南、剑南、岭南一样，都是以行

政区划的形式出现的，而非泛称的地域概念。学者之所以不将其视为旧河西道，主要是因为张
淮深在没有得到唐政府节度使册封的情况下，已擅自在境内自称河西节度使。此外，随着回鹘、

嗢末等部落的崛起，旧河西道很难归入中央实际控制的范围。但如果我们不是将 “河西”视为

归义军，而是将其视为治于凉州的河西都防御，则一方面其长官由唐政府直接任命，另一方面，

晚唐时期的河西都防御使及此后的河西节度使在凉州地区维持了较为稳定的统治。所以，将以

凉州为代表的河西都防御使辖区纳入 “朝命所能制”的范围，似并无不妥。

通过作于乾宁元年八月四日的 《族谱·王尚父请兵部尚书右仆射翁郜举兵牒》之记载，也
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晚唐时期 “河西”的具体所指。牒文载：

敕静难军节度使、兼河西节度使、兵部尚书、右仆射翁郜……昨者以遽命弘夫，俾专
重寄。岂谓何晏之鼻，忽集青蝇；伯有之门，俄生荒莠。固骄矜之自剟，亦鼎形 （刑）之

难逃。今则流泽双旌，已承大赐；侯藩十 （千）乘，归启行期。［故将军之再至霸陵，何妨

夜猎？前召父之重来旧地，更长子孙。］虽昼锦之或殊，亦绣衣之何异？行瑜已具事由闻
奏，外须简请尚书，便主牌印。谨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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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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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卷９ 《僖宗纪》，乾符元年十二月，第２６５页。
《旧唐书》卷１９下 《僖宗纪》，中和元年九月，第７１２页。
《资治通鉴》卷２５６，僖宗光启元年三月己巳，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８３２０页。
《资治通鉴》卷２５６，僖宗光启二年五月，第８３３６页。
《资治通鉴》卷２６０，昭宗乾宁二年十二月，第８４８１页。
李永宁：《竖牛作孽，君主见欺———谈张淮深之死及唐末归义军执政者之更迭》，《敦煌研究》１９８６年第

２期，第１６页。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 《中华文史论丛》第１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６２
年，第２９７页。
朱玉龙：《中华版 〈资治通鉴〉辨证３０例》，《安徽史学》１９８８年第３期，第２５页。
荣新江：《沙州张淮深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敦煌学辑刊》１９９０年第２期，第４—７页；《归义军史研
究》，第１７６—１８２页。



牒文中自署为 “行瑜”者，应即晚唐时期邠宁节度使王行瑜； “弘夫”当为曾出任灵武节度使，

后率军勤王、出任西面行营都统郑畋之行军司马的唐弘夫。所谓 “固骄矜之自剟，亦鼎刑之难

逃”应指唐弘夫及程宗楚、王处存在中和元年四月收复长安，旋即被黄巢起义军所杀之事。牒

文中 “故将军之再至霸陵”一句，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召父”即西汉曾出任南阳太守、与东汉

南阳太守杜诗合称为 “召父杜母”的召信臣。 “将军再至霸陵”及 “召父之重来旧地”，明确表

示翁郜曾以军事将领的身份进驻长安附近，故王行瑜希望翁郜能率军重回故地。在王行瑜致牒

翁郜的前一年，即景福二年 （８９３）九月，王行瑜与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共同进军长安，迫使昭宗

赐死宰相杜让能；在致牒翁郜的９个月后，即乾宁二年五月，王行瑜又与李茂贞及镇国军节度

使韩建联军入朝，杀宰相韦昭度等。虽然此次三节度拥兵入朝的起因是唐政府拒绝册封由王行

瑜等人支持的王珙为河中节度使，但王行瑜因景福二年求尚书令而不得，对昭宗早有怨怼之

心。① 王行瑜之所以在数次称兵入朝之际，明确提出希望翁郜出兵支持其针对唐政府的军事行

动，说明两者在此之前已经结识且关系密切。据 《旧唐书·僖宗纪》的记载，中和元年九月，

“杨复光、王重荣以河西、昭义、忠武、义成之师屯武功”，② 围攻据守长安之黄巢。而就在唐弘

夫兵败长安之后的两个月，即中和元年六月之际，邠宁将领朱玫曾屯兵兴平。王行瑜作为朱玫

的部属，多次参与了同起义军的战斗。③ 由此我们或可推测，中和元年九月屯于武功的河西之师

应由河西都防御使所遣，统帅这支军队的很有可能就是翁郜。由于防区临近，所以翁郜与当时

作为邠宁部校的王行瑜之结识或即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而翁郜之所以能在中和元年由河

西都防御使判官升任甘州刺史，或与其此次率军勤王有关。

大顺元年七月十六日，张议潮之婿李明振葬于敦煌县漠高里。在Ｐ．４６１５＋Ｐ．４０１０张球所撰
《李明振墓志铭》中，其生前职衔被记作 “河西节度凉州左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

上柱国”。④ 李明振获得凉州左司马的任命是在大中十三年，但在咸通二年凉州收复后，他并未

前往凉州上任，而是长期生活在沙州。咸通四年凉州节度使设置之后，“凉州左司马”更不可能

隶属于归义军，统辖 “凉州左司马”的 “河西节度”只能是治于凉州的军事建置。与此同时，

在 《族谱》所收的７件晚唐文献中，有多件涉及晚唐时期的 “河西”。如 《赐劳敕书》提及 “静

难军节度使、河西都防御押蕃落等使”； 《加翁郜朝散大夫河西节度使白麻》提及 “河西节度

使”；《王尚父请兵部尚书右仆射翁郜举兵牒》提及 “敕静难军节度使兼河西节度使”； 《奏状》

提及 “河西节度使”等。这些文献中所言的 “河西”均与归义军无关，而是特指晚唐政府设置

于凉州的军政机构。

此外，我们在晚唐时期的诏书中还可见到以 “河西”指代旧河西道的记载，如李德裕 《会

昌一品集》载：

今吐蕃未立赞普，已是三年，将相猜携，自相攻击……国家河西、陇右四镇一十八州，

皆是吐蕃因中国有难，相继陷没。今当其破灭之势，正是倚伏之期……故令刘濛专往，亲

谕朕怀。卿宜选练师徒，多蓄军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尺籍伍符，尽无虚数。务修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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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资治通鉴》卷２５９，昭宗景福二年九月，第８４４８—８４４９页；卷２６０，昭宗乾宁二年五月，第８４６９—

８４７０页。
《旧唐书》卷１９下，第７１２页。
《新唐书》卷２２４下 《王行瑜传》，第６４０５页。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２９３页。



实效，勿显事机。制置之间，尤须密静。①

唐政府遣刘濛巡边及议复河陇失地的时间应在会昌五年二月壬寅 （二十五日）。② 在李德裕所言
的 “河西、陇右四镇一十八州”中，“河西”显然应指此时尚由吐蕃所占领的旧河西道，而非关
内道北部地区。

综上所述，吐蕃占领河陇之后，史籍中 “河西”的地理范围发生了变动。正如学者所言，

晚唐史籍中 “河西”多指关内道北部一带。不过，时人作品中也不乏以 “河西”指代旧河西道
的事例。此外，在张淮深放弃河西节度使称号后，敦煌文献中的 “河西节度使”有可能是指唐
政府设置于凉州的河西节度使，而并非驻节于沙州的归义军节度使。与此同时，在 《族谱》中
也有多处有关 “河西”的记载。这些记载多与唐政府对翁郜的任命有关，证明晚唐史籍中 “河
西”还有可能是指河西都防御使或河西节度使所统辖的区域。

小　　结

由于史书记载相对缺乏，学者在探讨唐宋之际的河西历史时，敦煌文献就成为主要的资料
来源。但敦煌文献绝大多数出自莫高窟藏经洞，具有浓厚的地域性色彩，相对于中央政府及河
西的其他区域，沙州及归义军政权是其更为常见和重要的记载对象。在敦煌文献无法顾及晚唐
五代宋初河西历史全貌的情况下，新史料 《族谱》的引入就显得尤为必要。借助 《族谱》及敦
煌文献的记载，晚唐河西军政长官翁郜的生平基本上得以复原。而通过勾勒翁郜２０年的河西任
职经历，我们可以粗线条地展现出晚唐政府所设河西军政机构的基本运作情况及其形态演变轨
迹。此外，通过 《族谱》的记载，我们还可以明确河西都防御使隶属于唐中央政府的性质并对
其人选进行了大致比定。而唐政府在銮舆数度播迁的特殊历史时期，仍可以通过任命凉州地区
最高长官及改置军政机构的方式，最低限度地维持中央对凉州等地的控制。唐政府的上述举措
对同处河西的归义军政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归义军内部对节度使称号的主动调整即
为显著表现之一。最后，通过资料互证的方式，我们还证明晚唐史籍中的 “河西”并非仅指向
关内道北部或旧河西道。在归义军之外的场合， “河西”在作为军事使职的地域限定词存在时，

往往指河西都防御使及河西节度使所辖的区域。总的看来，《族谱》涉及晚唐河西历史的诸多问
题，具有重要且独特的学术价值，应该得到唐史学界及敦煌学界的足够重视。

附识：《族谱》原件由翁元炼先生提供；论文初稿完成后，曾得到多位师友的指正；匿名审
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

〔作者李军，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西安　７１００６９〕

（责任编辑：路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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